
􀅰主题讨论􀅰

权力结构与权力制衡: 反思伊朗
伊斯兰革命∗

穆宏燕∗􀂷

　 　 内容提要　 伊朗在伊斯兰化之前的社会权力结构为宗教集团、 王权集团、
文士集团三角支撑ꎮ 虽然教权位居第一位ꎬ 但王权由于有文权的依附而壮大

了力量ꎬ 由此形成教权与王权相互制衡、 相互协作的特征ꎮ 这种特征在伊朗

伊斯兰化之后依然延续ꎮ 随着 １５０２ 年沙法维王朝的建立ꎬ 什叶派伊斯兰教成

为伊朗国教ꎬ 什叶派宗教集团的力量和话语权更加强大ꎬ 然而由于王权拥有

文士集团的有效支持ꎬ 因此教权与王权依然相互制衡、 相互协作ꎮ 在 ２０ 世纪

上半叶伊朗的现代化进程中ꎬ 知识分子阶层摆脱了对王权的依附ꎬ 获得了自

身的独立性ꎬ 随后发生在 １９５３ 年的 “八月政变” 使知识分子阶层与王权彻底

决裂ꎮ 巴列维国王发动的 “白色革命” 在取得诸多成就的同时ꎬ 也引发了一

系列社会危机ꎬ 遭到宗教阶层的强烈抨击ꎮ 王权与教权之争日益白热化ꎬ 最

终导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ꎮ 在这场革命中ꎬ 知识分子阶层与宗教阶层结盟ꎬ
使王权孤立脆弱ꎬ 无力与教权抗衡ꎬ 政权最终被推翻ꎮ 革命之后的伊朗现政

权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沿袭了古代的权力制衡模式ꎬ 具体表现为 “宗教传统”
与 “现代民主政治” 的相互制衡与相互支撑ꎬ 在这个权力制衡体系中ꎬ 知识

分子阶层置身于二者之间ꎮ 因此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政体ꎬ
具有其自身的内在合理性和稳固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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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 年初ꎬ 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ꎮ 该政权建立

之初ꎬ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场革命逆历史潮流而动ꎬ 其政权难以持久ꎮ 然而ꎬ
时至 ２０１９ 年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走过 ４０ 年发展历程ꎮ 对于伊朗在巴列维

国王的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之时爆发宗教革命的原因ꎬ 学界从现代政治的角

度已做了大量研究ꎮ 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在遭遇种种制裁的困境中ꎬ
稳固不倒且稳步前进的原因ꎬ 学界也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做了诸多探索ꎬ 但仍

有百思不得其解之感ꎮ 本文尝试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解析这场革命ꎬ 或许有

助于我们了解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之所以能站稳脚

跟并稳步发展的深层内因ꎮ

伊朗教权与王权相互制衡的历史基因

伊朗在伊斯兰化之前ꎬ 尤其是在萨珊王朝 (２２４ ~ ６５１ 年) 时期实行的种

姓制度所形成的社会结构ꎬ 对伊朗历史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ꎮ 种姓制度曾是

印度 －伊朗雅利安民族的共同社会结构特征ꎮ 伊斯兰化之后ꎬ 伊朗种姓制度

消亡ꎬ 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ꎮ
(一) 萨珊王朝时期的种姓社会结构

公元 ２２４ 年ꎬ 萨珊王朝建立ꎬ 首任君主阿尔达希尔 (Ａｒｄａｓｈｉｒꎬ ２２４ ~ ２４０
年在位) 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ꎬ 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在宗教、 政治和文化

领域重新大力强化在安息王朝时期被弱化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国教地位ꎬ 与此

配套的举措是推行经书 «阿维斯塔» 所倡导的神圣种姓制度ꎬ 使这一制度在

萨珊王朝时期得到强化ꎮ①

萨珊王朝时期的种姓制度也分为四大种姓ꎬ 但具体划分与印度种姓制度

又有所区别:
第一种姓是琐罗亚斯德教祭司ꎮ 祭司种姓掌控国家的宗教、 司法和教育ꎬ

即掌握国家意识形态ꎬ 掌控民众的思想ꎬ 是神圣种姓ꎬ 拥有大量寺庙地产ꎮ
祭司种姓内部又分 ３ 个等级: 最低等级是摩冈 (也译作 “麻葛” 或 “穆

护”)ꎬ 是主持居民区内日常宗教事务的神职人员ꎮ 中间等级是主持一个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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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祭司ꎬ 分两种: 一是执掌教区圣火坛、 主持宗教礼仪、 掌管教育事务

的祭司ꎬ 被称为赫尔巴德ꎻ 二是执掌教区司法事务的祭司ꎬ 被称为摩贝德ꎮ
二者虽同为祭司种姓的中间阶层ꎬ 但在身份上ꎬ 赫尔巴德高于摩贝德ꎮ 最高

等级为主持全国宗教事务的大祭司ꎬ 也分两种: 一是执掌国家的三大圣火坛、
主持重大宗教祭祀活动的祭司ꎬ 被称为 “赫尔巴德中的赫尔巴德”ꎻ 二是执掌

全国司法事务的祭司ꎬ 被称为 “摩贝德中的摩贝德”ꎮ 在身份上依然是前者高

于后者ꎮ 但是ꎬ 执掌宗教事务与掌管司法事务的两大祭司阵营之间长期存在

争权夺利的斗争ꎬ 这种斗争在 ５ 世纪时达到高潮ꎬ 最后是掌管司法事务的祭

司阵营取得胜利ꎬ “摩贝德中的摩贝德” 成为全国最高司法权威ꎬ 可以指导制

定宗教仪轨ꎮ 最高祭司阶层参与国家重大政治事务的决策ꎬ 是国王御前会议

的重要人员ꎬ 往往在选定王位继承人等重大政务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由此可见ꎬ 伊朗的宗教阶层从一开始就具有严格教阶制度的阶层ꎬ 结构严密ꎬ
同时也拥有第一话语权ꎬ 不仅掌管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ꎬ 而且参与国家重大

政治事务和决策ꎮ
第二种姓是武士ꎮ 武士种姓肩负捍卫国家的神圣职责ꎬ 具有兵役义务ꎮ

该种姓又分为 ４ 个等级: 最高等级王室ꎬ 最高首领即国王ꎬ 被称为 “众王之

王”ꎻ 第二等级是沙赫尔达朗ꎬ 即各地诸侯ꎬ 也是地方行政长官ꎬ 最高首领即

是内阁首相ꎻ 第三等级是瓦兹拉康ꎬ 即世族大家ꎬ 担任军队中的高级将领ꎻ
第四等级是阿扎德ꎬ 即小贵族ꎮ 在武士种姓的 ４ 个等级中ꎬ 阿扎德阶层人数

最多ꎬ 是军队的有生力量ꎬ 主要是充当骑兵和重装部队ꎮ 阿扎德阶层内部又

分为两类: 一是德赫甘ꎬ 即拥有一定田地的小贵族ꎻ 二是伽塔克􀅰哈瓦塔伊ꎬ
指丧失了土地ꎬ 但依然拥有贵族身份的人ꎬ 他们依附于世家大族生存ꎬ 充当

世家大族的家丁ꎬ 是兵役的主要对象ꎬ 有的也务农ꎮ
第三种姓是文士ꎮ 这是一个在萨珊王朝时期新划分出来的种姓ꎬ 在 «阿

维斯塔» 中没有被提及ꎮ 该种姓主要由祭司种姓的下层、 武士种姓中的阿扎

德阶层、 平民种姓中的上层富裕人士分化组合而来ꎬ 掌管国家庞大官僚机构

的各种文书事务ꎮ 主要人员有文秘和诗人ꎬ 而乐师、 医生和星相家也属于该

种姓ꎮ
第四种姓是平民ꎮ 平民种姓主要由农民、 牧民、 商人、 手工业者构成ꎬ

是国家的纳税阶层ꎬ 在战时也是军队中步兵的主要来源ꎮ
以上 ４ 种种姓皆为自由民ꎬ 其中前 ３ 种种姓具有贵族身份ꎬ 或靠地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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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ꎬ 或食国家俸禄ꎬ 不纳赋税ꎮ 种姓身份乃世袭ꎬ 一旦划定ꎬ 便不能更改ꎬ
除非有国王的特殊圣旨ꎮ 除了以上 ４ 种自由民种姓之外ꎬ 还有奴隶和不净人ꎮ
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和罪犯ꎮ 不净人主要是从事丧葬业的人员ꎬ 他们不得

随意进入自由民的居住区ꎬ 若因事务需要进入自由民的居住区时ꎬ 必须摇铃

以示身份ꎬ 相当于印度的不可接触者ꎮ
(二) 种姓制度下教权与王权的相互制衡

种姓制度的内在机制是印度 － 伊朗雅利安人的 “洁净” 原则ꎬ 洁净度越

高的种姓其社会地位就越高ꎮ 伊朗种姓制度中大的种姓划分尽管也是依照宗

教的 “洁净” 原则ꎬ 但重新划分种姓的决定是国王的旨意ꎬ 并且划定种姓之

后ꎬ 只有国王的特殊圣旨才能更改种姓ꎬ 这体现出王权对宗教事务的干预ꎮ
祭司和武士两大种姓内部虽然也分为多个层级ꎬ 但这种分层不是按照宗教

“洁净” 程度分隔的ꎬ 而是按照权力高低划分的ꎮ 这也体现出王权对教权的介

入ꎮ 这显示出伊朗的王权尽管处在第二位ꎬ 但从最早古波斯帝国所建立起来

的王权机制对国家事务中的宗教事务是具有一定的话语权的ꎮ
然而ꎬ 另一方面ꎬ 伊朗在伊斯兰化之前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ꎬ 宗教在

国家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ꎬ 这使得伊朗在伊斯兰化之前的

社会结构ꎬ 虽然是帝国政体、 君主专制、 君主集权ꎬ 行政官僚系统发达ꎬ 但

又是君权神授ꎮ 国王的权力是靠至高神阿胡拉􀅰马兹达授予的、 是靠祭司种

姓支持的ꎮ 也就是说ꎬ 国王掌握世俗权力ꎬ 祭司掌握宗教权力ꎻ 祭司种姓高

于王族种姓ꎬ 掌握着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ꎬ 王权受到教权的制约ꎬ 教权始

终是第一位的ꎮ
萨珊种姓制度中的第三种姓 “文士” 是印度种姓制度中没有的一个种姓ꎮ

在 «阿维斯塔» 最古老的部分 «伽萨» 中只提到祭司、 武士、 牧民与农夫 ３
个利益集团 (即种姓的雏形)ꎬ 没有专门的文士集团ꎮ 在萨珊王朝形成文士种

姓之前ꎬ 祭司种姓掌管相关的文化事务ꎮ 萨珊王朝时期ꎬ 伊朗进入完全成熟

的封建社会ꎬ 形成庞大而完备的官僚体系ꎮ 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需求ꎬ
在 ５ 世纪初ꎬ 伊朗实行社会改革ꎬ 重新划分种姓ꎮ 由此ꎬ 文士作为一个新兴

的利益集团被单独划分出来ꎬ 形成新的种姓ꎮ 这是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社会

结构变革ꎬ 它使文士与祭司分离ꎬ 从而使文学、 艺术、 天文学、 医学从宗教

中剥离出来ꎬ 为文士种姓所掌握ꎮ 实际上ꎬ 这是一种王权介入ꎬ 让一个新的

文士种姓分解了宗教祭司种姓的强大话语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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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姓文士掌管国家的各级行政机构的文书事务ꎬ 确保国家庞大官僚

机构的有效运行ꎮ 也就是说ꎬ 在各级行政机构中掌权者是武士ꎬ 办事者是文

士ꎮ 因此ꎬ 文士种姓是与武士种姓密切关联ꎬ 而不是与祭司种姓关联ꎮ 并且ꎬ
文士是王权介入而独立出来的一个种姓ꎬ 因此是王权的依附和支撑ꎬ 在很大

程度上加强了王权的话语权ꎬ 加强了王权的力量ꎮ
因此ꎬ 伊朗社会前三大种姓的情况是: 祭司种姓尽管高于武士种姓ꎬ 但

武士种姓由于有文士种姓的依附ꎬ 使得其有足够的力量与祭司种姓相互制衡ꎮ
在这样的三角支撑中ꎬ 祭司种姓可谓是三角形的长边ꎬ 大于其他两边ꎬ 但小

于其他两边之和ꎮ 在这样的社会权力结构中ꎬ 民众的思想塑造既由教权所掌

握ꎬ 也为文权所掌握ꎬ 同时民众又听命于王权ꎮ 尽管祭司种姓是第一位的ꎬ
但伊朗总体上是以武士种姓的权力架构起来的帝国社会ꎬ 以大一统为主要社

会形态ꎮ 这是伊朗与印度种姓社会的最大区别ꎮ
伊朗社会的状况是: 一方面教权始终是第一位的ꎬ 可以干预王室和国家

政治事务ꎬ 另一方面在文权的依附下ꎬ 王权亦强大ꎬ 可以介入宗教事务ꎮ 王

权与教权二者相互制约、 彼此制衡ꎮ 权力一旦可以彼此制衡ꎬ 其结果必然会因

为谋取各自利益最大化而彼此配合ꎬ 相互协作ꎬ 相互支撑ꎮ 这是伊朗社会十分

重要的一个特征和传统ꎬ 具有相当强大的牢固性ꎬ 一直延续到伊斯兰化之后ꎮ
(三) 伊斯兰化之后文士集团继续效忠王权

６５１ 年ꎬ 萨珊王朝覆灭于阿拉伯大军ꎬ 伊朗逐步伊斯兰化ꎮ 伊斯兰教倡导

信众一律平等ꎬ 种姓制度消亡ꎬ 王室灰飞烟灭ꎬ 世族大家遭遇重创ꎮ 原来武

士种姓中的阿扎德阶层和文士集团作为波斯社会的主要文化精英效力于阿拉

伯人的统治ꎬ 为阿拉伯帝国时期伊斯兰文化的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ꎬ 并且

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建构新时期教权与王权之间的关系ꎮ
内扎米􀅰阿鲁兹依的 «四类英才» (创作于 １１５６ ~ １１５７ 年) 对王权的地

位有着透彻的论述: “通过哲理之法则、 装饰以不容置疑的证据和透彻的论

证ꎬ 阐释为王之道是什么、 国王的角色是什么、 其荣耀源自何处、 这慈善之

举应针对何人、 这感恩之心应基于什么样的方式ꎬ 以及这样的福祉应以什么

方式来接受ꎮ”① 这里ꎬ 内扎米􀅰阿鲁兹依作为波斯文士ꎬ 完全是把自己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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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建构者的位置上ꎬ 去谆谆教导那些入主伊朗的异族君主们该怎样做君主ꎮ
他在书中首先建立起这样一套观念: 人有类别之分ꎮ 第一类是生活在荒野中

的人ꎬ 他们只懂得谋生ꎮ 这大约是指农民和牧民ꎻ 第二类是生活在都市中的

文明人ꎬ 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ꎬ 但他们的学问是有局限性的ꎮ 这大约指城市

平民、 商人和手工业者ꎻ 第三类是超脱尘世杂务之人ꎬ 他们探究事物的真理ꎬ
追问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ꎮ 第三类人又可分为两种: 一是通过导师指导和后

天学习而获得探究真理的能力的人ꎬ 即哲学家 (实指宗教哲学家)ꎻ 另一种是

不用通过导师指导和后天学习就能无师自通、 获得觉悟的人ꎬ 即先知ꎮ 先知

是真主的代理人ꎬ 先知之后有伊玛目 (宗教精神领袖) 代表先知阐释教法和

教义ꎮ 然而ꎬ “伊玛目不能够抵达东西南北四方天地ꎬ 以使他们的维护效力能

上下贯彻ꎬ 他的指示和禁令能达及智者与愚民ꎬ 势必他也应该有代理人ꎬ 以

便他们对世间四面八方都安排好次序ꎮ” 伊玛目的代理人就是国王ꎬ 国王代表

伊玛目治理国家ꎬ 管理四方天地ꎮ 因此ꎬ “宗教与王道是一对孪生子”ꎬ “在先

知使命之下ꎬ 任何运作工具都不及王道更重要ꎬ 任何行动都不及王道更强

大ꎮ”① «古兰经» (４: ５９) 言: “你们应当服从真主ꎬ 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

的主事人ꎮ”② 这里ꎬ 内扎米􀅰阿鲁兹依层层递进地将王权摆在了一个十分崇

高的位置ꎬ 也完全符合 «古兰经» 精神ꎬ 同时又建构起王道与宗教同等重要

的理论学说ꎬ 体现出伊朗古代文士集团用自己手中的话语权为王权效忠ꎮ
整个中古时期的伊朗ꎬ 文学艺术繁荣昌盛ꎬ 几乎所有的文人和艺术家都

是依附于宫廷王权的ꎬ 即文士集团效忠于王权ꎮ 也正是文士集团的依附ꎬ 使

得王权有足够的力量与话语权来与教权相互制衡、 相互支撑ꎮ 这种特征使得

伊朗社会结构十分稳固ꎬ 尽管历遭异族入侵和统治ꎬ 但大一统的帝国体制是

始终不变的ꎮ 文士集团对王权的依附ꎬ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ꎬ 实际上也是文士

集团用自己的话语权和价值观去同化异族统治者ꎬ 因此中古时期统治伊朗的

异族统治集团皆被高度发达的伊朗文化所同化ꎮ

伊朗什叶派宗教阶层的崛起

在这样的三角支撑中ꎬ 伊朗什叶派宗教阶层在伊朗社会中的作用ꎬ 与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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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派宗教阶层在其他伊斯兰社会中的作用完全不能等同ꎮ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方面:
首先ꎬ 历史上什叶派思想在伊朗民众中积沙成丘的过程使宗教阶层能够

掌握民众思想ꎮ 长期成熟的帝国封建制度使世袭与血统观念在伊朗人心中根

深蒂固ꎬ 因此将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及女婿阿里视为穆罕默德合法的继承人ꎬ
并以阿里的后代子孙为伊玛目ꎬ 形成与伊斯兰教逊尼派迥然有别的崇拜体系ꎬ
即什叶派ꎮ 实际上ꎬ 什叶派信仰中融入了伊朗自身 １ ０００ 多年的琐罗亚斯德文

化传统ꎮ
从 ６５１ 年伊朗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大军灭亡ꎬ 到 １５０２ 年伊朗沙法维王朝建

立 (１５０２ ~ １７７５ 年)ꎬ 在长达 ８５０ 年的时间内ꎬ 伊朗一直受异族统治ꎬ 以伊斯

兰教逊尼派为国教ꎮ 然而ꎬ 什叶派宗教学家一直在民间致力于建构什叶派的

宗教学说ꎬ 并在民间传播什叶派信仰ꎮ 因此ꎬ 什叶派的信仰在伊朗民间逐渐

发展ꎬ 以致伊朗最终成为以什叶派为国教的国家ꎮ
沙法维王朝之所以立什叶派为国教ꎬ 其原因在于: 一方面ꎬ 沙法维统治

者本身信仰什叶派ꎬ 这种信仰本身来自伊朗民间ꎬ 而不是从外部接受的一种

信仰ꎮ 另一方面ꎬ 当时在伊朗民众中ꎬ 什叶派的信仰已经是主流信仰ꎬ 并在

民众中占据了主导地位ꎮ 因此ꎬ 沙法维王朝统治者改宗什叶派的决定ꎬ 可以

说完全是顺从民意ꎮ 而什叶派信仰在伊朗民众中的传播ꎬ 完全归功于什叶派

宗教学者的作用ꎮ 也就是说ꎬ 在 ６５１ ~ １５０２ 年漫长的历史发展中ꎬ 尽管是逊

尼派的异族掌握统治权ꎬ 但他们实际上从未掌握过伊朗民众的思想ꎮ 伊朗民

众的思想ꎬ 从 ６８０ 年卡尔巴拉惨案之后ꎬ 就逐渐被什叶派宗教学者所掌握ꎮ
这是一种悠长的历史渊源ꎬ 也是一种历史积淀ꎬ 造就了伊朗什叶派宗教学者

在民众中具有很高的话语权ꎮ
其次ꎬ 伊朗什叶派教阶制使宗教阶层自身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ꎮ 什

叶派信仰中还融入了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传统的很多元素ꎮ 其中ꎬ 琐罗亚

斯德教祭司种姓及其教阶制度对伊朗什叶派的组织结构具有直接影响ꎮ 伊朗

什叶派有专门的神职人员集团ꎬ 称为 “乌里玛”ꎬ 意为 “神学家” 或 “宗教

学家”ꎮ 在逊尼派中ꎬ 没有严格的教阶制度ꎬ 乌里玛是宗教学者的一般性统

称ꎮ 然而ꎬ 什叶派乌里玛内部有严密的教阶制度ꎮ 其低级教阶有毛拉、 阿訇

等一般性的宗教神职人员ꎬ 他们主要负责乡村和城镇社区中的宗教事务ꎮ 晋

升高级教阶则需要通过在什叶派神学中心长期的学习和严格的考试ꎮ 高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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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又有严格等级ꎬ 从低到高依次为: 霍贾特伊斯兰、 霍贾特伊斯兰瓦穆斯林

米、 阿亚图拉、 大阿亚图拉、 最高效法源泉ꎮ① 后三者统称为穆智台希德ꎬ 他

们皆具有高深的宗教知识ꎬ 有资格对有争议的重大教法学问题发表个人意见ꎬ
进行 “创制” ———逊尼派宗教学者就没有这一特权ꎮ “伊朗什叶派的乌里玛和

穆智台希德在解决纯宗教问题时基本上是独立的ꎬ 虽然没有摆脱政府的监

督ꎮ”② 在严格教阶制度的整合下ꎬ 伊朗什叶派成为一个结构紧密的宗教集团ꎬ
具有格外强大的力量ꎬ 在国家事务中具有很大的话语权ꎬ 其最高精神领袖被

视为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ꎬ 在宗教阶层内部具有绝对权威ꎬ 在民众中间具有

强大号召力ꎮ 这是其他任何伊斯兰国家所不能比的ꎮ
一个具有高级教阶的宗教学者不仅学识渊博ꎬ 并且长期的宗教学识教养

与修养ꎬ 也使他们形成独特的个人人品魅力ꎬ 在民众中具有很高的声望ꎬ 被

民众奉为精神领袖ꎮ 再者ꎬ 渊博的学识培养人的远见卓识ꎮ 从沙法维王朝起ꎬ
由什叶派高级宗教学者所组成的宗教委员会ꎬ 就对国家政治实施指导ꎬ 在国

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ꎬ 一直是君主政权的参谋和支撑ꎬ 具有 “帝师”
的角色和作用ꎮ 因此ꎬ 在伊朗ꎬ 教权与王权曾长期是一种相互制衡、 相互支

撑的关系ꎮ
再次ꎬ 瓦格夫制度使伊朗宗教阶层经济独立ꎮ 瓦格夫 (Ｖａｑｆꎬ 意为停止、

冻结)ꎬ 伊斯兰教术语ꎬ 指穆斯林自愿将自己的财产ꎬ 捐献给清真寺ꎬ 主要为

土地、 房屋等ꎮ 这一部分财产是属于清真寺的教产ꎬ 任何人都不能将之占为

己有ꎬ 清真寺也不能擅自出借、 典押或个人瓜分ꎮ
瓦格夫制度存在于整个穆斯林社会ꎬ 逊尼派和什叶派都有这样的宗教捐

赠制度ꎮ 但是ꎬ 由于伊朗什叶派严格的教阶制度形成一个严密的宗教集团ꎬ
因此对瓦格夫财产的管理井井有条ꎮ 这使得伊朗的宗教阶层拥有自己独立的

经济体系ꎬ 拥有自己的庞大地产ꎬ 自给自足ꎬ 经济上不依靠政府资助ꎬ 从而

在经济上不受制于政府ꎮ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ꎮ 拥有自己的独立经济体系ꎬ 使得伊朗什叶派宗

教集团具有完全的独立性ꎬ 不受制、 不依赖于王权ꎮ 因此ꎬ 伊朗的宗教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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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格外强大ꎬ 常常影响伊朗的政局ꎮ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的父亲

礼萨汗于 １９２３ 年摄政之后ꎬ 曾一度想效法土耳其的凯末尔ꎬ 建立共和国ꎬ 实

行全盘西化政策ꎬ 但遭到宗教阶层的强烈反对ꎮ 宗教阶层认为ꎬ 伊朗自古就

是帝制ꎬ 西方式的共和国不适合于伊朗ꎮ 因此ꎬ １９２５ 年ꎬ 礼萨汗建立巴列维

王朝ꎬ 几乎是被宗教阶层 “请” 上国王宝座的ꎮ 然而ꎬ ５０ 多年之后ꎬ 同样是

宗教阶层ꎬ 却领导伊斯兰革命ꎬ 把礼萨汗的儿子巴列维国王赶下了宝座ꎬ 建

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ꎮ 这一 “请” 一 “赶” 之间充分显示出伊朗什叶派宗

教集团对国家政务的强大干预能力ꎬ 同时也说明伊朗什叶派宗教集团自 １５０２
年什叶派成为伊朗国教之后ꎬ 其力量与话语权已登峰造极ꎮ

知识分子阶层与王权的决裂

１９０５ ~ １９１１ 年爆发的立宪运动是伊朗现代史的开端ꎮ 这场政治运动对伊

朗最为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于ꎬ 它使伊朗知识分子阶层从之前御用文人角色的

桎梏中解脱出来ꎬ 不再依附于王室宫廷而存在ꎬ 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性和独立

意识的阶层ꎮ 王室宫廷与国家民族ꎬ 第一次在伊朗知识分子阶层的认知中被

分离开来ꎮ 作为国家民族的文化精英ꎬ 他们忧国忧民ꎬ 以兴国强邦为己任ꎬ
焕发出强烈的民族责任担当意识和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生命光彩ꎮ 由此ꎬ
伊朗知识分子不仅获得了个体意义上的自觉ꎬ 更获得了整体意义上的独立ꎮ
这是伊朗在 ２０ 世纪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文化前提与保障ꎮ

并且ꎬ 也正是立宪运动使伊朗知识分子阶层认识到ꎬ 伊朗在现代社会中

要实现民主、 自由和独立ꎬ 伊朗数千年的王权政治是巨大障碍ꎮ １９４１ ~ １９５３
年期间ꎬ 社会主义思潮在伊朗知识文化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ꎬ 可以说ꎬ 人民

党完全掌握了文化知识界ꎬ 各个知识领域中的很多有着非凡成就和名望的知

识分子都加入了人民党或者积极拥护人民党ꎬ “人民党在工薪阶层具有强烈的

影响力ꎬ 在工程师、 大学教授、 大学生、 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 新知识女性ꎬ
乃至军队中的一些军官中都可以看到其力量”①ꎬ “１９５１ 年大学生中有 ２５％是

党员ꎬ 另外 ５０％是拥护人民党的积极分子”②ꎮ 因此ꎬ 可以说ꎬ 当时伊朗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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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文化界普遍 “左转”ꎮ
１９５１ 年ꎬ 激进民族主义者摩萨台博士上台ꎬ 出任新的内阁首相ꎬ 并率领

他领导下的 “民族阵线” 展开了石油国有化运动ꎬ 力争将石油开采生产权从

英国人控股的 “英伊石油公司” 收归国有ꎮ 石油国有化运动得到了包括人民

党、 宗教阶层在内的伊朗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和支持ꎬ 并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

的争取伊朗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ꎮ 当时人民党也意图借

助摩萨台的力量ꎬ 推翻巴列维王朝ꎬ 因而全力支持摩萨台领导的石油国有化

运动ꎬ 组织了大规模的石油工人罢工运动和大规模的反对巴列维国王的示威

游行活动ꎬ 成为石油国有化运动中最强大的活动力量ꎮ
当石油国有化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巴列维国王的政治生命危在旦夕之际ꎬ

美国为了自身在中东的利益ꎬ 为了阻止伊朗成为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ꎬ 派遣

中央情报局人员于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买通并策动伊朗军队中拥护国王的 “保王派”
军官发动政变 (中国学界按公历称之为 “八月政变”ꎬ 伊朗国内按伊斯兰阳历

称之为 “五􀅰二八政变”)ꎬ 逮捕了摩萨台ꎬ 将石油国有化运动镇压了下去ꎬ
同时也镇压了人民党ꎬ 大肆逮捕人民党党员ꎮ １９５３ ~ １９５８ 年间有 ３ ０００ 多人

民党党员被捕ꎬ 其中大多数是人民党的各级领导人ꎬ 他们或被囚禁或被杀害ꎬ
人民党从此转入地下活动ꎮ

因此ꎬ 石油国有化运动和 “八月政变” 标志着伊朗文士集团与王权从之

前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转变为相互对立ꎮ “八月政变” 之后ꎬ 伊朗知识分子阵营

分裂为三派———主张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左派、 主张回归伊斯兰之前琐罗亚

斯德教文化传统的中间派、 主张回归伊斯兰传统的伊斯兰复兴主义派ꎬ 这三

派均以反对巴列维专制政权为己任ꎮ 这意味着整个知识分子集团均以王权为

敌ꎬ 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用手中的笔作武器ꎬ 对巴列维专制政权的血腥暴行

进行猛烈抨击ꎮ １９５３ 年之后的伊朗现代文学几乎全是反巴列维专制政权的ꎬ
这说明巴列维王权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集团的有效支持ꎮ

知识分子阶层与宗教阶层的结盟

巴列维国王不仅完全没有意识到文士集团在历史上对王权曾起着怎样的

支撑作用ꎬ 同时也严重低估了宗教集团的力量ꎮ 巴列维国王推行的 “白色革

命” 现代化改革ꎬ 尽管成就斐然ꎬ 但巴列维国王也为这场改革ꎬ 尤其是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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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ꎮ 一方面ꎬ 由于伊朗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是

清真寺的地产ꎬ 掌握在宗教阶层手中ꎬ 这些地产使伊朗的宗教阶层具有独立

的经济体系ꎬ 土地改革损害了宗教阶层的利益ꎮ 另一方面ꎬ 全盘西化政策触

犯了宗教阶层的价值观ꎬ 从一开始就遭到宗教阶层的激烈反对ꎮ 当时ꎬ 巴列

维国王始终不能妥善解决与宗教阶层的矛盾ꎬ 只是一味地采取强权压制政策ꎬ
这使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ꎮ 在这场斗争中ꎬ 宗教领袖霍梅尼 (１９０２—１９８８)
走上了伊朗的政治舞台ꎮ

巴列维国王推行的 “白色革命” 激进现代化改革ꎬ 完全照搬西方模式ꎬ
并意欲一蹴而就ꎮ 在超速发展之下ꎬ 伊朗表面上国家经济发达了ꎬ 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了ꎬ 但实质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根本无法得到解

决ꎮ 社会生活表面繁华的光环掩盖之下的实际上是混乱———社会秩序的混乱、
人心的混乱ꎮ 信仰失落ꎬ 传统消亡ꎬ 道德沦丧ꎬ 整个社会色情泛滥ꎬ 物欲横

流ꎬ 唯利是图ꎮ 一些人不惜采取坑蒙拐骗等一切卑劣手段暴敛横财ꎬ 政府官

员贪污腐败极其严重ꎬ 社会道德的沦丧则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伊朗人触目惊心ꎮ
这正是广大民众在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ꎬ 也诅咒现

代化的关键原因ꎮ 伊朗普通民众的思想始终处在什叶派宗教阶层的有效掌控

之下ꎮ 因此ꎬ 当宗教领袖们将伊朗现行社会的种种弊端归咎于巴列维政府的

全面西化政策时ꎬ 普通民众自然而然地响应宗教领袖的号召ꎬ 站起来反对巴

列维政府ꎮ
同时ꎬ 全面西化带来的传统文化的失落更让伊朗文化人感到痛心疾首ꎮ

作为伊朗社会的精英群体ꎬ 他们的思想总是走在时代前列的ꎬ 他们渴望自己

的祖国实现现代化ꎬ 走向繁荣富强ꎬ 渴望新思想新价值ꎬ 但同时也是他们这

些人对伊朗传统文化又有着强烈的眷恋和尊崇ꎬ 坚决捍卫伊朗自身的文化传

统ꎮ 当时的伊朗知识分子纷纷在自己的作品中谴责西方化带来的信仰沙漠化ꎮ
伊朗现代著名诗人阿赫旺 (１９２８—１９９０) 在诗集 « ‹列王记› 的结束» 第一

版序言中说: “我叹息为什么在这时代精神变得是那样陌生? 人们为什么不守

卫古老传统中的圣洁? 人们为什么要蹂躏花朵? 为什么􀆺􀆺”①ꎮ 一连串的

“为什么” 表达了诗人对社会道德沦丧的痛心疾首ꎮ 著名女诗人福露格

􀅰０４􀅰

① [伊朗] 阿赫旺􀅰萨勒斯: « ‹列王记› 的结束» (波斯文)ꎬ 伊朗珍珠出版社ꎬ １９９１ 年版ꎬ 前

言第 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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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４—１９６７) 的长诗 «大地的经文» 一针见血地指出道德沦丧、 人性堕落的

根源在于人失去了精神信仰: “怎样的没有尽头的空啊 /太阳已经死了 /没有人

知道 /那已从心中逃掉的悲伤的鸽子的名字 /就是信仰ꎮ”① 伊朗文坛领袖阿

勒􀅰阿赫玛德 (１９２３—１９６９) 在其最有影响的政论著作 «西化瘟疫» 中ꎬ 在

深刻剖析西方化给伊朗社会带来的重重灾难的同时ꎬ 还明确认识到宗教学校

和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应该担负起抗击西化瘟疫的责任ꎮ 宗教教育可以阻止

西化瘟疫下的信仰缺失ꎬ 而人文学科可以通过加强本国的文化文学和风俗传

统来遏制西化瘟疫的蔓延ꎮ②

著名的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森 (又译作詹明信)
在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 一文中ꎬ 对第三世界国家的

知识分子的特征作出了十分精辟论述ꎬ 他说: “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ꎬ 知识分

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文化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治斗士ꎮ”③ 詹姆森更多

的是从文本的角度去阐释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的 “政治性” 的ꎮ 对于伊朗

知识分子来说ꎬ 其 “政治性” 不仅仅表现在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中ꎬ 同时也表

现在他们对现实政治的参与中ꎮ 因为政治参与寄托了伊朗知识分子阶层民族

振兴的梦想ꎬ 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选择ꎬ 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和挫折ꎬ 但忧国忧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使他们总是不屈不挠地行进在寻找民族

振兴之路上ꎮ
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ꎬ 面对全面西化带来的伊朗文化异化和社会道

德失范ꎬ 伊朗知识分子阶层开始进行深层次的思索ꎮ 这时ꎬ 宗教领袖霍梅尼

和宗教学者夏里亚提的 “伊斯兰是唯一的拯救之路” 的思想正好契合了知识

分子阶层的内心探索ꎬ 他们开始将眼光转向伊斯兰本身ꎬ 开始重新审视伊斯

兰ꎬ 并逐渐接受了宗教领袖和宗教学者们的理论学说ꎮ 伊朗文坛领袖阿勒􀅰
阿赫玛德在其十分重要的政论著作 «论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 (１９６５ 年完

成ꎬ １９６６ 年部分章节发表ꎬ １９７７ 年全书出版) 中ꎬ 明确提出知识分子阶层应

当与宗教阶层结盟ꎬ 反对巴列维政府的全面西化政策ꎬ 用伊斯兰精神拯救伊

􀅰１４􀅰

①

②

③

[伊朗] 阿卜杜礼萨􀅰贾法里: «永远的福露格» (波斯文)ꎬ 伊朗坦维尔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版ꎬ
第 ２００ 页ꎮ

[伊朗] 阿勒􀅰阿赫玛德: «西化瘟疫» (波斯文)ꎬ 伊朗非尔多斯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１５４ ~ １７０ 页ꎮ

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２４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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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ꎬ 拯救伊朗文化ꎮ① 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向伊斯兰精神的回归ꎬ 有力地促进了

伊斯兰复兴主义在伊朗的发展ꎬ 并对伊斯兰革命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助推

作用ꎮ
伊朗从伊斯兰化之前的种姓制度起ꎬ 宗教集团在社会中始终是一个强大

的话语集团ꎬ 教权始终是第一位的ꎬ 王权是第二位的ꎬ 王权是靠着文士集团

的依附来加强自己的力量ꎬ 才能与教权相互制衡ꎬ 由此支撑帝国体制的运行ꎮ
而伊朗在 ２０ 世纪的现代进程中ꎬ 知识分子阶层先行与王权决裂ꎬ 随后在伊斯

兰革命中与宗教阶层结盟ꎬ 王权就失去了与教权相抗衡的力量ꎬ 焉有不亡

之理ꎮ

余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权力制衡体系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后ꎬ 宗教阶层成为国家的统治阶层ꎬ 在宗教领

袖霍梅尼指导下ꎬ 建立起了一套 “教法学家监护” 全国的政权体系ꎮ 表面上

看ꎬ 这是一套神权统治系统ꎬ 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完全不相吻合ꎮ 然而ꎬ
２０ 世纪曾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自强而不懈奋斗的伊朗知识精英们又如何能接受

之? 如何能与之合作ꎬ 乃至成为这个系统中的有效一员?
对此ꎬ 我们应当要有这样一个认识: 伊朗是一个几千年来宗教意识形态

一直占据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先是琐罗亚斯德教ꎬ 后是伊斯兰教什叶派) 的

国家ꎮ 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 中说: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

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ꎬ 在这种反映中ꎬ 人间的力量采取了

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ꎮ”② 恩格斯的话虽然是在解释宗教的性质ꎬ 但同时也说

明宗教是一种 “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ꎬ 因此我们应当理解宗教在

一个宗教国家中对社会文化所起的作用ꎮ 正如道森所言: “宗教是历史的钥

匙ꎬ 不理解宗教ꎬ 我们就无法理解一个社会的内在形态ꎮ 不理解文化背后的

宗教信仰ꎬ 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些文化成绩ꎮ”③ 宗教信仰对于伊朗人来说是

􀅰２４􀅰

①

②

③

参见 [伊朗] 阿勒􀅰阿赫玛德: «论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 (波斯文)ꎬ 伊朗菲尔多斯出版

社ꎬ ２０００ 年版ꎮ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ꎬ 第 ９ 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３３３ 页ꎮ
爱德华􀅰塞尔: «宗教与当代西方文化»ꎬ 衣俊卿译ꎬ 中国台湾桂冠图书公司ꎬ １９５５ 年版ꎬ

第 ８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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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内心的必需和支撑ꎬ 即使是在巴列维国王白色革命全盘西化的时期ꎬ 伊

斯兰教依然是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ꎬ 伊斯兰教依然是知识分子阶层和普

通民众个人内心的宗教信仰ꎬ 巴列维国王的全盘西化政策违背了伊斯兰的基

本精神才因此被推翻ꎮ 因此ꎬ 伊斯兰意识形态对于伊朗知识分子阶层来说ꎬ
就如同水之于鱼ꎬ 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必需品ꎬ 而并非是一种禁锢 (这并不与

民众对某些具体的僵化教条限制不满相矛盾)ꎮ
正如本文前面所论述ꎬ 由于历史的积淀ꎬ 教权在伊朗社会中始终是第一

位的ꎬ 教权成为统治权对于伊朗人民来说ꎬ 并不会觉得有任何不妥当的地方ꎮ
因此ꎬ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伊斯兰意识形态是否是伊朗社会的主导ꎬ 而是主导

这个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政权所倡导的方针政策是否与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理

想相契合ꎮ 也就是说ꎬ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教法学家监国” 本身ꎬ 而在于

“教法学家如何监国”ꎮ
伊朗宗教阶层与世俗知识分子阶层尽管是两个泾渭分明的集团ꎬ 然而宗

教阶层在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阶层ꎮ 他们饱读诗书ꎬ 博

览古今ꎬ 严格的科班训练与学习使他们在对伊朗宗教传统和历史文化、 对现

代国际政治的了解方面ꎬ 相对于世俗知识分子来说ꎬ 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ꎻ
他们坚持伊斯兰主义ꎬ 坚持 “教法学家监护”ꎬ 却并不故步自封ꎬ 既继承伊朗

自身的宗教传统文化因素ꎬ 又在其中融入了 ２０ 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

的诸多政治元素ꎮ
假若我们把 “宗教传统” 与 “现代民主政治” 作为一对权力博弈的对立

统一体的话ꎬ 我们可以看到ꎬ 伊朗现行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历史上教权与王权

相互制衡体系在现代的延续ꎬ 只不过这其中的 “王权” 更换成了 “现代民主

政治”ꎮ 在伊朗历史上ꎬ “王权” 一直是受 “教权” 指导和制约的ꎻ 这也正是

“教权” 指导和制约 “现代民主政治” 的理论基石ꎮ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审视这个问题①: 首先ꎬ 在国家主权表述方面ꎬ

“宗教传统” 与 “现代民主政治” 相互支撑ꎮ 在如何表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主权方面ꎬ 宗教领袖霍梅尼体现出高度的睿智ꎬ 利用可以 “创制” 的特权ꎬ
建立起一套既符合伊斯兰精神ꎬ 又符合 ２０ 世纪现代政治体制的理论ꎮ 伊朗宪

􀅰３４􀅰

① 关于伊朗现政权各个权力机构的组成与选举程序ꎬ 笔者参考了王振荣的著作: «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政治制度研究 (１９７９ ~ ２０１２ 年)»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并同时参阅了相关波斯语

原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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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主权和立法权归于真主安拉ꎬ
必须顺从安拉的命令ꎮ① 这里ꎬ 强调国家的主权和合法性来自真主ꎬ 完全符合

伊斯兰精神ꎻ 同时ꎬ 伊朗宪法第 ５６ 条又强调: “真主赐予人民对自己的社会

命运的主宰权ꎬ 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真主赐予人的这种权利ꎮ” 甚至ꎬ 霍梅尼关

于自己主政也如此说: “在人民对我的许可下ꎬ 我组建了这个政府ꎮ”② 这里ꎬ
又强调人民对国家行使权力ꎬ 完全符合 ２０ 世纪现代民主政治ꎮ 也就是说ꎬ 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主权既属于真主ꎬ 又属于人民ꎮ 这样的理论学说较好地弥

合了宗教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看起来似乎难以调和的鸿沟ꎬ 并且赋予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宗教和世俗的双重合法性ꎮ
其次ꎬ 在国家权力机构方面ꎬ 伊朗采用了 “教法学家监护” 与 “三权分

立” 相互制衡机制ꎮ “三权分立” 本身即是一个权力相互制衡体系ꎬ 是西方现

代民主政治的概念ꎬ 被认为是预防专制主义和滋生政治腐败的有效机制ꎮ 伊

朗宪法第 ５７ 条和 ５８ 条制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ꎬ 伊斯兰议会掌握立法权、 总

统及其内阁掌管国家行政权、 法院掌握司法权ꎬ 三权各自独立ꎬ 相互制衡ꎮ
对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采用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ꎬ 伊朗官方学者如此

解释: “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因为伊朗并不排斥任何科学的学问ꎬ 积极吸纳被认

为对社会发展有利和必要的知识和科学性技术ꎬ 同时也保持自己行为和思想

的独立ꎮ”③ 这里的 “技术” 指设计具体制度的技术方法ꎮ 因此ꎬ 伊朗既吸纳

了西方式三权分立政治制度ꎬ 又不是完全照搬ꎬ 而是将之纳入伊朗特色的规

范之中ꎬ “这三权在领袖的监督下ꎬ 根据宪法相关规定行使各自的权力ꎬ 相互

独立ꎮ” (伊朗宪法第 ５８ 条) 尽管三权相互独立ꎬ 然而行政最高长官总统的任

免、 监督立法机构议会的 “宪法监护委员会”、 最高司法长官的任免这三大权

力都在最高领袖的掌握之中ꎬ 三大权力机构完全处在最高领袖的 “监督” 之

下ꎮ④ 并且ꎬ 在这三大权力机构中ꎬ 教法学家占据较大比例ꎬ 尤其是在司法系

统ꎮ 也就是说ꎬ “教权” 实际上指导和制约着 “三权分立”ꎮ “三权分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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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帕依达尔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版ꎬ 第 １５７ 页ꎮ
关于最高领袖对伊朗国家政治治理的参与ꎬ 参见金良祥: «伊朗的领袖治国模式刍议»ꎬ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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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方政治模式ꎬ 伊朗用其合理之处ꎬ 又不让之凌驾于自身的宗教文化传统ꎬ
从而较好地维护了自身伊斯兰的核心价值观ꎮ

再次ꎬ “教权” 与 “民权” 既相互制衡ꎬ 又相互支撑ꎮ 在古代ꎬ 文士集

团主要是通过依附于王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ꎬ 平民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ꎮ
然而ꎬ 在现代社会中ꎬ 公民参政议政成为现代政治的核心内涵ꎮ 因此ꎬ 平民

百姓与知识分子阶层具有同等的参政议政权利ꎬ 二者合为民权ꎮ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以年满 １８ 岁为获得公民选举权的法定年龄ꎬ 而伊

朗宪法第 １０７ 条规定获得公民选举权的年龄是 １５ 岁ꎮ 这使得可以参政议政的

人员大大增加ꎬ 体现了伊朗现政权注重人民的参政议政权利ꎮ 实际上ꎬ 伊朗

现行政治制度的具体运行ꎬ 也较好体现了公民参政议政这一现代政治的核心

内涵ꎮ 这具体表现在: 伊朗总统和议会议员是人民直选ꎮ 这意味着国家的行

政和立法两大权力机构中有人民意志的体现ꎻ 最高精神领袖虽然不是由人民

直选ꎬ 却是由人民选举的专家委员会选举产生ꎬ 当领袖不称职的时候ꎬ 专家

委员会具有罢免领袖的权力ꎮ 也就是说ꎬ 人民间接参与了最高精神领袖的选

举ꎬ 实践了自己的民主权利ꎮ 并且ꎬ 伊朗宪法第 １０７ 条规定: “在法律面前ꎬ
领袖与百姓完全平等ꎮ” 而且ꎬ “领袖的职位既不是世袭制ꎬ 也不是终身制ꎮ
领袖的任期取决于他担任这个职位和维护政局的能力ꎮ”① 这些都是与现代民

主政治相吻合的ꎮ 尽管最高领袖被弹劾和罢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ꎬ 然而专家

委员会一年一度对领袖言行的审核却是实实在在让人民感觉到最高领袖也是

处在被监督之中的ꎮ 因此ꎬ 在某种程度上ꎬ 最高领袖也是处在 “民权” 的制

约中的ꎬ 即 “民权” 制衡 “教权”ꎮ 而 “民权” 又是真主赋予每个人的ꎬ 伊

朗宪法第 ５６ 条强调: “真主赐予人民对自己的社会命运的主宰权ꎬ 任何人都

不能剥夺真主赐予人的这种权利ꎮ” 因此ꎬ 这个 “民权” 又是被纳入在伊斯兰

的宗教价值体系之中的ꎮ
因此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体用伊斯兰传统最大限度地制衡现代民主政

治体制ꎬ 同时也较大程度地吸纳了 ２０ 世纪以来现代政治中的民主元素ꎬ 用现

代民主政治元素调节古老的伊斯兰传统ꎬ 并且又与其伊斯兰的根本传统精神

不相抵触ꎬ 在较大程度上契合了世俗知识分子们的心理期待ꎮ 对于世俗知识

分子来说ꎬ 维护伊斯兰传统ꎬ 尤其是什叶派宗教文化传统ꎬ 意味着维护了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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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本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核心价值观ꎬ 这契合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情感ꎮ
同时ꎬ 诸多现代民主政治机制的采用也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世俗知识分子阶

层的政治诉求ꎬ 并让他们切切实实感受到伊斯兰文化传统本身也是可以与时

俱进的ꎬ 也是可以适应现代政治需求的ꎬ 甚至可以以其特有的创新性去丰富

和拓展现代政治的内涵与外延ꎬ 这也契合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新的精神需求

和思想ꎬ 并增加他们的民族自豪感ꎮ 尽管伊朗的现代民主政治还存在诸多不

如意之处ꎬ 但在总体上来说ꎬ 伊朗知识分子阶层在 ２０ 世纪为之努力奋斗的民

主政体在较大程度上得以实现ꎮ 因此ꎬ 在 “宗教传统” 与 “现代民主政治”
这对制衡关系中ꎬ 伊朗知识分子既站在前者一边ꎬ 也站在后者一边ꎮ 萨珊王

朝时期ꎬ “王权” 通过新划分出来的文士种姓的依附来加强自己的话语权ꎬ 以

制衡教权ꎻ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ꎬ 通过架构 “宗教传统” 与 “现代民主政治”
这对制衡关系ꎬ 使知识分子置身于这二者之中ꎬ 而不是站在其中某一边ꎬ 从

而对政权稳固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ꎮ 因此ꎬ 除了在革命初期因适应不了新的

意识形态而选择离开伊朗的少部分知识分子之外ꎬ 选择留在伊朗的绝大多数

知识分子依然是宗教阶层的同盟ꎮ
以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来看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体ꎬ 相对于之前巴列

维国王的君主专制政体来说ꎬ 无疑是一种进步ꎬ 总体上是符合现代政治发展

的民主趋势和方向的ꎮ 尽管该政权内部存在保守派、 改革派、 激进派、 强硬

派等不同派别①ꎬ 但各个派别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发展经济措施和外交政

策方面ꎬ 而非针对伊斯兰共和国政体本身ꎮ
因此ꎬ 伊朗现行政体可以说是一个符合伊朗国情的、 独具特色的伊斯兰

共和国政体ꎮ 与其说是政教合一ꎬ 毋宁说是政教二元 (亦非政教分离ꎬ 而是

政教二元组合———根植沉淀在伊朗传统文化中的琐罗亚斯德教二元思想②)ꎬ
自有其内在制衡系统和内在合理性ꎬ 是宗教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的交织ꎬ 是

伊朗历史文化基因在现代社会的遥远回响ꎬ 得到了伊朗绝大多数人民的认同ꎮ
因此ꎬ 无论西方媒体如何唱衰伊朗ꎬ 其政权仍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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